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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戰後的日本對中政策

李明峻

日中關係是影響亞太安全最重要的變數，日中情勢的發展影響

整個東亞的繁榮與安定。冷戰結束後形勢丕變，日中政治關係卻形

成前所未有的「兩強並立」局面，使日本面臨如何處理對中關係的

新課題。在這種冷戰以來新的不確定時代，日本正處於選擇的十字

路口，而中國也在學習大國應負的責任，日中雙方都還在摸索和調

整全新階段的兩國關係。

：中日關係、力量均衡、勸阻戰略、圍堵戰略、民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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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冷戰結束以來新的不確定時代，日中情勢的發展影響整個東亞的繁

榮與安定，畢竟日中兩國是東亞任誰都無法忽視的大國。由於日中關係是

影響亞太安全最重要的變數，所以對中政策一直是日本外交重要的一環。

在此情形下，日本與美國在東亞的利害關係不盡相同，因此儘管戰後日本

是以「對美協調」為其外交的基本路線，但在對中國方面卻也一直思考著

自己獨自的政策。

二次大戰後，當美國在全球逐步展開「圍堵政策」的同時，日本雖扮

演美國忠實的合作夥伴，而以「吉田書簡」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建交，

但在對中政策方面卻以「政經分離」方式，對兩個中國的政府採取「等距

離外交」（細谷千博，1982：54）1。這是因為中國雖是美國在韓戰的對手，

但吉田認為中共能削減蘇聯在東亞的勢力，且日本可透過與中共的合作，

重建雙方的共同利益（Schaller, 1992: 217）2。此外，日本亦曾於 1972 年

9 月搶在美國之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其建交，而不再繼續支持蔣

介石政權的「中華民國」，甚至在天安門事件後的 1992 年，日本也曾率

先解除對中經濟制裁，其主要的原因正在於此。

另一方面，中國由於改革開放政策，使其經濟實力的增長、軍事力的

加強以及政治影響力日益擴大，尤其是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更使許多學

者擔憂中國可能意圖運用非和平的手段來改變現狀，而以新興強國的立場

要求重建國際秩序3。此即「中國威脅論」的濫觴。在「中國威脅論」的前

提下，美國意識到日本在其東亞外交戰略的重要性，從而確立重視日本的

                                                       
1 最早使用「等距離外交」這個詞彙的是日本學者細谷千博，他用以描述『舊金山對日

和約』簽訂前後，吉田首相面對中國問題的外交構想。
2

吉田期望中國共產黨政權能阻止蘇聯在東亞的擴張，且成為牽制美國勢力的新元素。

也就是說，吉田希望藉由中國民族主義的力量使美、蘇勢力均衡，甚至能擺脫美國的

控制，謀求日本的獨立自主和國家安全。
3 杭亭頓即對此提出所謂的「文明衝突論」。參照 Huntington（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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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政策，使日本不僅重新強化其在「美日同盟」的地位，也有助於其對

亞洲其他國家扮演更重要角色，此點增加日本處理對中關係的自信。

隨著後冷戰時期出現劇烈的國際變化，使日本重新審視其國際角色，

從而在爭奪東亞主導權的思維下，日本採取追隨美國遏制中國的對中戰

略，此點造成日中兩國形成彼此猜忌和互不信任等矛盾狀態。同時，除了

美日安保這項因素外，台灣因素也是日中關係的關鍵之一。從 1988 年李

登輝總統就任以來，由於台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使得台灣開始思考歷來

的對中政策，甚至於 1991 年修改憲法片面終結「內戰」，進而於 1996 年

舉行總統的直接民選。這些改變當然引發中國的不滿，從而於同年發生像

台灣海峽發射飛彈，造成東亞國際局勢出現危機。

然而，此種情形反而讓冷戰結束後出現「漂流」現象的美日同盟找到

新的方向。當時美國派遣兩艘航空母艦到台灣海域，並重新部署駐亞洲的

美國軍隊，以牽制中國可能造成的威脅，而日本則開始修訂 1960 年以來

的美日同盟適用範圍，重新制定強化軍事力量的『美日安保防衛合作指

針』。尤其在阿富汗、伊拉克戰爭發生後，日本海軍在二次大戰後首次通

過麻六甲海峽，在印度洋參與後方支援工作。這是 5、60 年來日本第一次

就其憲法可能的範圍，積極參與亞洲安全保障的國際貢獻，這也是一個新

的歷史序幕。2007 年 1 月 8 日，日本更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省，又準備修

改憲法使日本能成為「普通」或「正常」的國家，日本積極參與亞洲安保

領域已是無可後退的趨向（伊奈久喜，2006）。

但另一方面，由於面對中國的崛起，不但美國逐漸改變對中國的態度，

連日本亦不得不調整對中政策。美中關係從柯林頓總統就任初期稱北京政

府為「天安門的屠夫」，到 1997 年稱其為「戰略夥伴關係」，甚至到 1998

年有訪中之行與「三不政策」的提出，到 2001 年的九一一事件之後，布

希總統與中國的關係日益密切，目前美中關係達到前所未有的高點。同時，

雖然中國過去曾是日本朝貢與學習的對象，但在近代史的 100 多年來，中

國卻在日本眼中成為被欺淩的弱國，甚至到 1980 年代末期，日本仍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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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第二大經濟體俯視經濟落後的中國。但冷戰結束後形勢丕變，中國綜合

國力迅速增強，日本卻遭遇 10 餘年的停滯期，中國與日本第一次面臨著

綜合國力旗鼓相當的局面。這種前所未有的「兩強並立」局面，使日本面

臨如何處理對中關係的新課題。

本文旨在分析冷戰結束後日本在對中政策方面的重大變化，主要是日

本以美日同盟與勸阻戰略、強調民主價值的外交觀、東亞主導權的爭奪等

三個前提為基礎，而對中國私下採取警戒和競爭的新態，但另一方面卻又

因大國間的利益而不得不緩和日中間的緊張，從而建構出新的對中戰略。

貳、美日同盟與勸阻戰略

論及日本的對中政策，首先當然必須考慮美國因素，因為美日之間存

在著同盟關係。在亞太安全機制中，美日同盟無疑為鞏固第一島鏈的核心

戰略架構，在冷戰時期發揮抑制戰爭、預防戰爭之作用。

二次大戰後，由於日本的國防力量受制於『日本憲法』，遂於 1960 年

與美國締結『美日安保條約』，由美國保衛日本的安全（Cooney, 2006）。

但在 1989 年冷戰結束後，由於原本假想敵的蘇聯解體，使得因應冷戰而

部署的大批美軍，面臨縮編或重新部署的轉型（中西寬，2004）4，使得日

本必須負擔更多的防衛任務。然而，日本人民原是為自身安全而同意建立

美日安保同盟，但此時美日兩國間的安保同盟卻變成範圍更廣泛的北約式

軍事同盟，美國得以基於自身（非共同）利益片面將美日安保延伸到全球，

甚至與伊斯蘭世界作戰，這使日本國民感到非常不安。此外，北韓在 1990

                                                       
4 2004 年美國發表所謂的 GPR（Global Posture Review）軍事重整計畫，即是配合資訊

及高科技，以建立多功能的美軍為目標，修正全球美軍的部署。GPR 計畫的目標有二：

（1）在全球各區域中，針對美軍軍力需求的差異而重新部署；（2）美軍重新部署不只

是為了重建冷戰後的國際社會秩序，更將原先的防衛部署轉為攻擊態勢。換言之，將

冷戰期間建構「線」的防衛部署，變成全球各地無所不在「面」的軍力配置，並搭配

「先發制人」的考量，使美軍在全球各地均能迅速的展開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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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開始朝擁向成為核國家發展（Mandelbaum, 1995）5，這是 19 世紀以

來對日本最大的衝擊，但由於美國的無所作為，使得美日安保同盟對此毫

無作用。這些狀況使得美日同盟出現所謂「同盟漂流」現象（船橋洋一，

1997：14-16）6。

然而，發生於 1995、1996 年的台海危機，暫時解決「美日同盟漂流」

的危機。在冷戰結束後，中國沿海地區發展為「世界工廠」，帶動東亞經

濟的繁榮（《環球時報》，2008）7，但中國亦連續 20 年二位數提升國防預

算，近年來更擴充海權，由傳統大陸國家擴張為具有飛彈優勢與海軍逐步

深入太平洋的海權國家（Sea Power），儼然是東亞新軍事勢力的崛起，此

                                                       
5 1994 年統治北韓逾 40 年的金日成病逝，繼位的金正日因為國內政經問題及對外的強

烈不信任，不僅培養國防重兵以維護國內政權的穩定及嚇阻國外的干預政策，並採取

「戰爭邊緣戰略」，希望獲得國際社會的能源糧食援助和美國的不侵犯保證，以爭取最

大的國家利益，因此拒絕國際原子能總署的查核，並且退出『核不擴散條約』（NPT），
進而引爆朝鮮半島核武危機。1994 年，美國與北韓在瑞士日內瓦達成『核子架構協議』

（The Agreed Framework）。北韓同意凍結其核武發展計畫，並且重新加入 NPT，以換

取由美國主導的多國「朝鮮半島能源組織」（Korean Peninsula Ener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簡稱 KEDO）協助北韓建造兩座輕水式反應爐發電廠，以解決北韓的能

源問題。
6 「美日同盟漂流」是由日本《朝日新聞》著名評論家船橋洋一於 1997 年最早提出，其

最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是指美日關係的不穩定。美日同盟關係一直是戰後日本外交的基

軸，歷任內閣在重大國際問題上一向惟美國馬首是瞻，而美國對外政策的基石就是鞏

固與盟友的關係，以確保美國對亞洲和歐洲的可滲透性，支持美國主導世界體系。然

而，一旦『日本國憲法』第九條被按照自民黨草案修改，可能導致重修『美日安全條

約』，而美國出於全球戰略的需要，則會要求日本在全球範圍協助美國介入國際衝突或

在日本領土以外對美國提供軍事支援。但日本如果重新獲得結盟作戰的權利，同時也

將失去對美國戰爭政策說「不」的權利。這顯然與當前日本國家主義者的威勢訴求形

成悖論。日本新一代政治精英大多有美國留學的背景，但新生代政治家認為日本不應

該無條件地接受美國的所有觀點與立場，該說「不」的時候就要應該說「不」。在沖繩

基地問題方面，日本人民質疑美軍基地何時終結；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美日安保同盟

無法控制和解決這個問題；最後是中國的崛起，使得日中美三國將發生新的矛盾。美

日安保體系不能應付這種局面。這是造成「美日同盟漂流」的三大因素。
7 日中邦交正常化的 1972 年，日中貿易規模僅為 11 億美元，2007 年達到 2,360 億美元，

兩國貿易規模擴大 200 多倍。自 2006 年起，中國成為日本最大貿易夥伴，日本則是中

國第三大貿易夥伴。如日本智庫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日本對中綜合戰略研究會」甚

至提出：「中國的經濟增長已經成為拉動世界經濟的一股力量，日本企業必須利用中國

經濟的發展來帶動自身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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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日益形成對東亞秩序的新挑戰。由於中國 1996 年在台海試射飛彈，使

得美日兩國找到新的「假想敵」，從而對美日同盟「再定義」。

於是，美日兩國在 1996 年簽署『美日共同安全宣言』，並在 1997 年 9

月 24 日修訂『美日安保防衛合作指針』，取代 1978 年冷戰時期議定的舊

指針，以面對亞太安全新形勢。這些文件使日本逐漸改變戰後長期實行的

「專守防禦」，轉而採取「主動先制」軍事戰略，並與美國建立積極的軍

事聯盟關係。在國防政策上，日本提出武裝力量服務於國家戰略和國家利

益的總體思想，主張軍事戰略和自衛隊的建設，要主動適應國際戰略格局

變化，以及符合世界新軍事革命發展（防衛廳防衛研究所，2006：2-4）。

在此情形下，日本開始在亞洲積極參與國際貢獻，日本重新設定在亞太區

域扮演的角色和立場，這是戰後 60 年來的歷史性轉變。

台灣問題更加深日中關係的緊張，也更凸顯美日同盟的勸阻戰略。如

『美日安保防衛合作新指針』將重心從「日本有事」擴展到「日本周邊有

事」，並將台灣隱含在「美日安保體制」之內，即引發中國強烈的不滿，

中國認為日、美兩國在干預「中國」內政。其次，從台灣「三不」問題、

美國對台軍售到台灣納入 TMD 等情事，都隱含著某種程度的政治作用，

甚至涉及美、日、「中」大國間更深層的戰略目的。1999 年 7 月 9 日，李

登輝總統提出「兩國論」便印證這種矛盾所產生的新危機；2000 年 2 月，

美國國會通過『台灣安全加強法案』（Taiwan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

2000 年 3 月，具有台獨背景的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第 10 屆總統引發的緊

張局面，再次印證此種潛在的不對稱關係（楊志恆，2000：11）。這些都

引發中國強烈的不滿，認為日、美兩國在干預「中國」內政，助長台獨思

維的發展，並破壞亞太原有的軍事平衡，使原有穩定的三邊戰略格局轉為

二對一的對抗態勢，導致區域的安全趨向複雜化。

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之後，由布希總統與日本小泉首相達成協議，

日本自衛隊直接參與阿富汗戰爭與伊拉克戰爭的後援活動，由於並非參與

戰鬥性活動，因此算是符合『日本憲法』第九條範圍之內。不久之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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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對阿富汗戰爭出動自衛隊支援印度洋上海上補給及伊拉克後援活動，這

也是二次大戰結束以來日本第一次派遣神盾艦通過馬六甲海峽的壯舉。這

次參與國際支援活動亦深得日本國民之支持，而使日本政府倍增信心。

綜言之，日本在 1997 年以後積極增加國防力量，並得到美國先進防

衛性武器的支持，美日同盟逐步提升為穩定亞洲和平的關鍵。同時在 2005

年以後，日本主張戰後 60 年日本應成為一個「正常」或普通的國家，也

就是結束二次大戰的戰敗國地位，進一步修改憲法積極貢獻國際社會，並

公開主張日本要成為聯合國常任安理會的一員（潘誠財，2006：283）8。

中國則公開反對日本出任常任理事國，使日本對中國態度有高度的不信

任。

對於此點，不但前首相小泉曾公開宣稱「美日同盟」為日本外交的主

軸，其後任首相亦堅持此一立場迄今不變。2005 年 2 月，美日「2 加 2（由

雙方外交、國防部長出席）」會議發表美日共同戰略目標，明確向中國表

示美日同盟對台灣問題的立場（Kawashima, 2003）9。2007 年初，麻生外

相赴美參加「2 加 2」會議時表示，2005 年美日戰略共同目標仍舊延續。

此點甚至在到目前仍是如此。2009 年 2 月 24 日，美國新總統奧巴馬在白

宮會晤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前仍對媒體表示，美國政府希望強化與日本的同

盟關係，這是日本首相成為第一位受邀訪問白宮的外國元首的原因。

上述美日同盟的發展，主要與中國的擴張軍備有關。自中國於 1978

年採取開放政策以來國力日增，近 30 年的經濟成長率均維持在 10％左右，

擁有世界最大的外匯存底以及世界工廠之稱的輸出貿易優勢，且 20 年來軍

事預算成長率幾乎都以二位數擴張，單是 2008 年的成長率即高達 17.6％。

                                                       
8 聯合國預算 23％來自美國，日本負擔 19％。
9 美日同盟對台灣問題的立場為：第一、希望中國在亞洲積極扮演建設性角色。第二、

主張台灣海峽問題雙方應以和平對談解決。當時正好是中國制定『國家反分裂法』，主

張可以使用「非和平手段」解決台灣問題，因此美日同盟對此表明態度，反對中國使

用非和平手段對付台灣的一項具體聲明。第三、是希望中國軍事預算透明化。當時日

本町村外首曾經表示，第二、第三點乃是日本所提出，致使中國對日本非常不滿，此

點甚至引發 2005 年中國在上海等地掀起大規模反日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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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軍事上充實海洋海軍力量，由一個大陸國家逐步成為太平洋到東南亞

海域的海權國家，洲際飛彈的能力或可超越日本，躋身美蘇之列（《星島

日報》，2007）10。在一個和平的亞洲環境當中，中國蓄意擴張軍事力量，

無非是顯現走向亞洲超強（super power）的意圖。

過去日本並不認為中國具有軍力威脅的可能，但自 1995 年將中國列

入觀察名單後，等於正式打破從前的假設，從 1996 年起美日積極提升足

以嚇阻中國崛起的軍事力量（《產經新聞》，2007）11。同時，除了直接的

軍事政策之外，日本也不斷遊說向歐盟、俄羅斯、以色列遊說，一方面希

望歐盟不要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命令，另一方面也要求俄以兩國停止提

供中國任何武器（Pilling, 2005: 11）12。此外，日本也不顧中國的抗議，與

美國正式簽署『美日新安保條約』，表面上是希望共同對抗北韓的飛彈威

脅，不過眾所周知地，其實這份條約真正要防堵的敵人並非北韓而是中國。

凡此種種舉動，顯示美日同盟正在建構足夠軍事力量，以因應中國的崛起。

然而，在面對長遠的國家利益來看，日本與中國畢竟仍在很多領域有

共同利益存在，因此未來日中雙邊關係終將趨向於「建設性關係」。儘管

日本仍須以「美日安保體制」來降低次區域衝突的發生，然而日中關係的

正面發展對日本戰略佈局依然相當重要。因此，美日延續『美日安保條約』

的目的，或許不是在於「圍堵」中國，但卻形同監控中國與監督防止中國

有任何不軌行為出現。由此觀之，美日同盟並非對中國採取敵對關係，而

是採取「勸阻戰略」（dissuasion strategy）。

                                                       
10 例如 2007 年 1 月 11 日在 800 公里太空，以飛彈擊中人造衛星，疑是存心向世界炫耀

其飛彈能力。
11 如美日於 2007 年 1 月在琉球附近聯合演習時，日本麻生外相校閱美國在 1 週前派遣進

駐琉球的 18 架 F22 時，向美國提議購買 100 架 F22 最先進戰鬥艦。此外，日本也通過

『宇宙基本法』，並充實反飛彈系統，而美國在亞洲佈置 F-22 三大隊，新航空母艦進

駐日本。
12 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中川昭一向來主張強硬以對中國，當被問及對禁運令可能解禁的看

法時，中川表示：「或許這對歐盟而言只是商業問題……但如果他們處理武器買賣時的

態度和賣車賣領帶相同，就可能會損害東亞地區的和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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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勸阻戰略」，與冷戰時期美國對共產世界採取「圍堵戰略」

（containment strategy）的敵對關係不同，是期待中國在亞洲扮演建設性

角色。事實上，勸阻戰略能否發揮效用，必須具備強大的軍事抑止力量做

為後盾，這也就是「力量均衡」（balance of power）。但隨著小泉首相的卸

任，由於美國戰略的改變，加上中日經濟關係日益緊密，使得兩國至少在

表面上必須化解雙方可能造成衝突的疑慮，從而在日中雙方展開一連串的

元首高峰會議，並極力推動兩岸對談，以交流取代對抗，俾符合大國間的

國家戰略利益。

叁、民主價值 vs. 和平崛起

除美日同盟的因素之外，民主與自由的價值觀亦是日本對中政策的重

要關鍵。曾擔任小泉與安倍晉三首相外務大臣，現任首相的麻生太郎於 2007

年出版《自由與繁榮之弧》（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一書（Aso,

2007），指出日本應建立民主主義價值外交（value oriented diplomacy），今

後的外交戰略應與歐亞大陸外圍國家，以自由民主人權為共同價值觀來加

強外交關係，並敦促共同經濟發展。在亞洲，從日、韓連結東協、紐、澳

以及印度等民主國家，並連結 EU 與 NATO 直抵波羅的海。當然這只是麻

生綜合日本外交理念的構想，但其中最重要的主軸就是日本以民主主義價

值觀為核心的外交思維。這是從 2001 年小泉首相上任到 2006 年安倍首相

上任的 6 年中，日本積極參與和平安全的國際貢獻所提出明確的外交立場

與主張（防衛廳防衛研究所，2006：36）。

目前亞洲還存在著民主與非民主集團的對峙。如 2007 年 8 月以中俄

為中心的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國家在

中亞地區舉行軍事演習，而在同一個時候，代表民主國家集團的美、日、

印度、新加坡、澳、紐也在印度洋孟加拉灣舉行聯合軍事演習。雙方雖然

沒有冷戰時代的對峙，然而非民主國家與民主國家劃清界線的軍事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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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給可能為不確定時代（age of uncertainty）投下變數（西川吉光，2008：

150-151）。

就此而言，前幾任日本首相都曾在不同場合表示，台日雖然沒有正式

邦交關係，但是台日為民主主義共同價值觀的同盟。2006 年 12 月，布希

總統曾在京都讚揚台灣的民主主義成就。同年 APEC 會議，布希總統在韓

國提醒中國應成為民主國家。布希總統到印度訪問，在辛哈（M. Moham

Shingh）首相面前稱讚印度為人口最大的民主國家，意味著中國不是民主

國家等等，都是表明美日同盟是民主主義價值同盟。日本對東亞共同體（East

Asia Community, EAC）草擬憲章，開宗明義就提出 EU 憲章所標榜的以自

由、民主、人權共同價值觀為基本精神。然而，此等議題當然不為中國所

接受，其後日本與中國即於 EAC 高峰會議互爭領導權。由此而觀，相對

於中國自稱「和平崛起」，但日本在外交上積極主張民主普世價值的態度

展開外交戰略可稱之謂「民主的崛起」（democratic rise〉。日本提出民主的

普世價值觀，可說是日本近年外交政策的一貫立場，日本在東亞區域標榜

「民主價值外交」其用意至為明顯（《亞洲時報》，2006）。

美國學者布魯斯．羅塞特（Bruce Russett）於 1993 年提出過「民主和

平」（democratic peace）理論（Russett, et al., 1993），表示民主國家之間在

歷史上從未發生戰爭。他強調歷史證據顯示：獨裁威權國家間特別容易發

生戰爭，例如中國與蘇聯、中國與越南、越南與柬埔寨、伊拉克與伊朗、

伊拉克與科威間都曾爆發過流血戰爭，反而是自由民主國家間，雖然時傳

有國家利益的衝突，但卻沒有真正發生過戰爭。甚至隨著民主國家的增多，

國與國間的戰爭也更形減少，而近來歐洲各國的整合更加證明民主和平論

的有效性（Booth, 1987: 258-76）13。即使如此，民主和平論也不保證民主

與非民主國家之間不會爆發戰爭。因此，一個地區只要存在一個非民主國

                                                       
13 20 世紀前的歐洲是世界上戰火最頻繁的地區，甚至還發動人類歷史上最慘烈的第一次

與第二次世界大戰。自從西歐各國徹底民主化以來，最進步和平的歐洲聯盟也順利完

成整合。東歐各國加入民主陣營後，歐洲各國間的合作更形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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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各國即無法保證整個地區的和平（Werner & Lemke, 1997）14。

就此而言，當冷戰結束後的第三波民主化潮流於 1990 年初席捲社會

主義國家後，目前東亞仍留有 4 個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列為不

自由的國家，那也就是尚未民主化的北韓、緬甸、中國與越南（Dewitt,

1994）。北韓、緬甸一直維持封閉性的一黨專制體制；中國與越南由於經

濟開放政策的成功，在經濟上與高成長的東亞經濟接軌，但雖然經濟起飛，

政治卻仍然維持一黨專政。雖有學者主張經濟發展的結果必然帶來民主

化，至少目前為止中國與越南尚無此傾向。

由於這些非民主國家的存在，使得任何一個不民主政權，都可能試圖

以武力與威脅手段來改變區域和平現狀，造成亞太區域發生衝突的潛在威

脅依舊很高（Doyle, 1986）15。因此，在後冷戰時期發展與鞏固新興民主

國家的政策，其重要性絕不亞於冷戰時代的圍堵政策，因此如何擴大亞太

民主社群、促進經濟繁榮及強化安全不但符合美國的國家利益，甚至民

主化潮流能否落實、深化也成為亞太地區是否能持續和平與穩定的重要

關鍵16。

另一方面，中國則主張自己是「和平崛起」，而由於中國已經是形塑

亞洲未來的關鍵力量，因此在減輕亞洲國家對和平崛起的疑慮上，中國實

際上有更多努力的空間。但由於中國目前的作為，在經濟上造成現有區域

開放主義秩序的加速崩解、在生存不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卻急速加強軍備、

                                                       
14 由於非民主國家的政府習以暴力方式對付自己國家的人民，這樣的行為模式不僅招來

民主國家的不滿，一旦該模式成為非民主國家外交政策的一部份，將更易與其他國家

產生衝突或戰爭的狀況。
15 2006 年 Freedom House 亦指稱俄羅斯民主化倒退，中俄接近形成歐亞大陸的同盟關係，

將給東亞秩序帶來新的壓力。2007 年，上海合作組織（中、俄與中亞諸國）舉行聯合

軍事演習，各國並在其公約中明言不提供美軍基地。繼之，美、印、日、新、澳五國

亦在孟加拉灣同樣舉行聯合軍事演習。除了 ASEAN、澳洲、紐西蘭之外，日本提倡的

民主主義國家最重要的就是印度。美國布希總統稱讚印度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

美印關係、日印關係近年逐步提升。印度參與東亞經濟體也是東亞新秩序一個新的安

定力量。由上觀之，民主與非民主國家之間逐漸形成一線之隔。
16 此一構想有其長久的醞釀過程，參見鴨武彥（1996: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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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尋求改變現有國際秩序而建立多極化的外交作為，令人感覺中國實際

上還是一個尋求改變現狀，以確立自己國際位置的新興強權。如果中國採

取非和平、非民主崛起的方式，將為亞太其他區域投注更多的變數，畢竟

一個擁有強大經濟與軍事力量卻不民主的中國，必將成為亞太地區安定與

和平的重大威脅。因此，中國如何保證其崛起過程是和平的，這才是問題

的所在。

總而言之，中國的和平崛起所牽涉到的不只是在經濟面向加深區域交

流及往來，同時還在於如何使中國看待自身國際角色的價值觀，與亞太區

域的發展能並行不悖。這會牽涉到中國政治改革的方向與進程。一個與民

主自由價值相符合的國際觀與發展論，會在根本上解除週邊國家對中國是

否是和平崛起的根本疑慮，而不會再將其視為只是中國暫時性的戰術作

為。因此，中國如果堅持和平崛起發展道路，就必須正面回應政治改革的

要求，而中國是否能順利處理這個要求，將成為日中關係未來發展的指標。

肆、東亞主導權的競合

日本的對中政策事實上涉及國際環境的變化，特別是東亞主導權的競

爭問題。針對當前日本與中國的關係，美國前助理國務卿凱利（J. Kelly）

曾於報告書中指出：「不論東京與北京，似乎都不願在亞洲扮演次等地位」

（secondary role）（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2007），這是冷戰

結束後至 2006 年初日中關係陷入最低潮的緣故。這一段話最能反應由美

國看當前日中關係是處於互爭亞洲領導地位，尤其是對台灣問題，中國對

日本所持的態度頗為不滿。

日本與中國在東亞主導權的競爭，主要與東亞區域經濟持續保持高度

成長有關。尤其 1990 年初冷戰結束後，市場經濟深入世界經濟，世界經

濟透過貿易擴大與國際資本流動而全球化，這個過程也帶動新的區域主義

（regionalism）。歐盟（EU）由歐洲經濟共同體（EEC）6 個國家開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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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席捲歐洲的大經濟同盟，北美亦於 1992 年組織『北美自由貿易協定』

（NAFTA），在亞洲太平洋區域於 1989 年由澳洲提倡亞太經濟協力關係會

議（APEC），近年中又以東協為中心提出以東協加中國、日本、韓國（ASEAN

＋3），邁向將來形成東亞共同體（East Asia Community）的構想。世界經

濟事實上由歐盟、北美的 NAFTA 與東亞區域經濟等三個經濟體領導高成

長區域，但全球化逐步提升之後，國際競爭日益劇烈，其他區域經濟發展

不但不理想，各區域經濟體發展的落差（disparity）愈來愈大。

在冷戰結束後的東亞區域有中國的崛起。中國沿海經濟發展被稱為「世

界工廠」帶動東亞經濟的繁榮，但是中國的崛起也是東亞秩序新的挑戰。

東亞區域經濟持續繁榮發展是一個潮流，而另一個潮流是東亞新秩序如何

維持「力量均衡」。一旦東亞失去力量均衡，即可能迎接「不確定的時代」。

在此變動過程中，日本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因此，東亞新區域主義中「東

協加三」或「東協加六」，並不止於對區域經濟體的摸索，而是蘊藏東亞

區域新的「力量均衡」（日本国際政治学会，2004：124）。

但在這個新體制建立的過程中，中國與日本開始爭取在東亞新秩序的

領導權。但實際上首先付諸行動的是中國，先是在 1999 年東協高峰會議

發表「有關東亞合作的共同聲明」，其後中國在 2000 年加入世界貿易組織

（WTO）之後，更表明 10 年內中國準備與東協十國簽定自由貿易協定

（FTA），也就是「東協加一」的開始，強調除經濟議題（貿易、投資、貨

幣、金融等）與社會議題（社會開發、科技開發、文化資訊等）的合作外，

也蓋括超越國境的政治與安全保障等領域的合作。惟恐被中國取得在東協

的領導權，接著日本、韓國也與東協達成同樣的協議，而形成以 FTA 為中

心的「東協加三」，同時也展開中國與日本在東協或東亞地域爭取領導權

的開端。

2006 年 12 月 12 日，東亞國家又召開了「東亞高峰會議」（《大紀元》，

2006）17，使得如何邁向「東亞共同體」，成為東亞新秩序的一個課題。東

                                                       
17 首屆東亞高峰會議於吉隆坡舉行，參與國家共同發表『吉隆坡宣言』，在東亞經濟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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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是冷戰時期由自由陣營的 ASEAN5（即印尼、新加坡、泰國、馬來西亞

與菲津賓 5 國）組成，並於 1976 年相互締結『東南亞友好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AC），以互相尊重主權與不干涉

內政為基礎，和平處理任何相互紛爭為內容成為東協與任何國家締盟的必

要條件。目前東協 10 國已相互簽定 TAC，而中國、日本、韓國、印度亦

於 2003 年與 ASEAN 10 簽署 TAC，甚至澳洲、紐西蘭亦在 2005 年簽署

TAC，並參與東亞高峰會議。

無庸贅言地，中國在 2000 年倡議「東協加一」，其企圖當然不止於經

濟利益，而是意圖搶先日本而與東協強化全面性的合作關係，以建立中國

在東協區域的領導權。於是，日本立即於 2002 年與新加坡簽署兩國間經

濟協定，同時呼籲澳洲與紐西蘭為將來擴大東亞共同體的伙伴，以增加民

主主義國家的參與，並促使民主化的印度亦積極參與東亞高峰會議。其後，

日本東亞共同體評議會（Council of East Asia Community）擬定的『東亞

共同體憲章』中特別標榜：（一）維護自由、民主、人權為東亞共同體的

共同價值觀；（二）東亞共同體應為開放性機構，也就是不排除美國加入，

甚至亦考量 WTO 會員的台灣以適當身份加入。中國一直反對美國加入，

也不會同意日本提出民主普世價值觀，反而支持東協 TAC 不干涉內政的

立場。由此可見，日中雙方在東亞主導權的競爭上存在結構上的矛盾，這

也使日本的對中政策擴大到東亞區域全體的考量。

伍、日中關係的新形勢

如前所述，雖然日本與中國存在結構上的瑜亮情結，但在面對長遠的

國家利益來看，日本與中國畢竟仍有很多共同利益存在，因此未來日中雙

邊關係終將趨向緩和的傾向。在進入 21 世紀之後，日中兩國都進入全新

                                                       
化的目標下，今後將以東協 10 國加上中、日、韓 3 國為主導，再加上印度、澳洲、紐

西蘭等的高峰會為補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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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階段，兩國關係也面臨全新的形勢。自 2006 年起，兩國元首展開

頻繁地互訪，尋求理解和合作的聲音與行動逐漸成為主流，日中關係取得

一連串新的進展。

在小泉卸任之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 2006 年 10 月進行「破冰之旅」，

而 2007 年 4 月中國國務院總理溫家寶則有「融冰之旅」，接著 2007 年 12

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迎春之旅」，2008 年 5 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暖

春之旅」，以及胡錦濤與福田康夫的洞爺湖 G8 高峰會會晤和北京奧運會會

晤，兩國元首以前所未有的頻率展開互訪，使尋求理解和合作成為日中關

係的主流（張五岳，2008）。如果觀察日本近 3 年來的對中政策，從安倍

的閃電式訪問，到福田競選前就宣佈不參拜靖國神社的承諾，無疑可以看

出其態度遠較小泉時代更為緩和。然則，日本社會對中國的緩和是暫時現

象？還是有可能形成一種長期趨勢？此點值得進一步討論。

基本上，由於目前日本對中關係緩和的趨勢，並不是源於兩國某一方

的某一個舉動或政策變化，而是有其改善關係的內在原因。首先，日本社

會開始尋找自己在亞洲的定位。日本外交界一向有「亞洲優先」和「美國

優先」兩種派別，前者是日本地緣政治的自然需要，後者則帶有美日戰後

體制的重要影響。日本沒有人不承認亞洲鄰國關係的重要，但由於對美關

係總能給日本帶來實惠，因此過去日本頗迷信追隨美國必能獲得經濟發展

的好處。這是小泉選擇追隨美國進行對伊、對阿戰爭的原因。然而，小布

希總統將戰爭作為回避自己內政問題的擋箭牌，結果雖然短期內獲得極高

的支持率，但其後對形勢的失控，將自己和盟友推進泥淖，使得日本國民

逐漸失望，從而選擇將日本的外交重心回歸亞洲。對美國無條件信任的單

邊外交被殘酷現實打敗，而中國又是亞洲最重要的鄰邦，使得中國成為日

本回頭東顧的受益者（何思慎，2008：213-17）。

其次，在東亞地區具有重要戰略利益的美國亦希望日中建立良好合作

關係。自從美國提出中國是「負責任的利益攸關的一方」後，中美雙方在

能源資源、氣候變化和食品安全等一系列新領域展開對話與合作，在反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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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擴散等全球安全領域和北韓核武問題等保持溝通與協調，共同致力於維

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由於中美兩國擁有前所未有的共同利益，使得美日中

關係擺脫「二對一」的冷戰思維，這是日中走向戰略合作的重要條件。因

此，美國政府敦促小泉純一郎改善對中關係，並促使安倍晉三向中國示好，

這是其後日中關係好轉的重要因素（金熙德，2007：146）。

同時，日中雙方相互依存的關係日益增強，是導致日本對中政策改變

的重要原因。從 1990 年代以來，日本人的親中比例一直遞減，但隨著中

國多年的持續發展，中國貨充斥日本市場的結果，使得日本經濟無法擺脫

對中國的相互依賴，導致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逐漸複雜。換言之，由於兩

國經濟關係日益密切，相依相承不可分割，使得日中關係正面發展，成為

緩和雙方衝突關係的力量。在此情況下，如前外交部長麻生太郎提出「自

由與繁榮之弧」，並一度表示此外交構想為「新的日本外交支柱」、「外交

新主軸」，但由於被中國視為是「圍堵中國」的政策，因此自重視對中國

的關係福田康夫首相上台後，即不將其列為外交藍皮書中的外交方針，甚

至連麻生自己擔任首相之後都避免提及「自由與繁榮之弧」的方針。

於是，繼日中兩國於 1972 年簽署實現邦交正常化的『日中聯合聲明』，

1978 年和 1998 年分別簽署『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和『日中聯合宣言』，這

三份兩國發展友好合作關係重要基礎的政治文件之後，日中兩國於 2008

年 5 月再簽署『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略互惠關係的聯合聲明』，根據中日

關係的新形勢發展，確定兩國關係長遠發展的指導原則，成為日中之間第

4 份政治文件（《中央社》，2008）。

在這個第 4 份政治文件中，雙方達成幾項基本共識。首先，雙方都認

為，長期的和平與穩定對於日中兩國來說是一個唯一的選擇，兩國要繼續

推進種戰略互惠關係，並且決定為兩國的「和平共存、世代友好、互惠合

作、共同發展」這個目標一起努力。其次，1972 年『日中聯合聲明』、1978

年『日中和平友好條約』以及 1998 年的『共同宣言』等 3 個文件是今後

日中關係發展的政治基礎。第三，兩國要開創日中戰略互惠關係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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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世界潮流為亞太地區和世界的未來共同努力。最後，日中雙方互為合

作夥伴而不會成為威脅，日本積極評價中國改革開放以來的發展，而中國

雖未表示支持日本加入聯合國安理會常任理事國，但中國認為日本今後繼

續提高在聯合國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

在全球化浪潮的推動下，國際格局多極化的趨勢越來越明確，各國之

間的相互依存關係正日益擴展。日中兩國 GDP、人口數和進出口貿易額都

在東亞地區占絕對多數，這兩個實力強大國家持續改善並發展雙邊關係，

有利於促進東亞地區的和平與合作。由於中國的崛起，正逐漸邁向東亞國

際關係的中樞地位，使得日中關係的和平發展對日本極具戰略意義；同時，

日本經濟越來越仰賴中國市場，加上美國經濟實力相對下滑，大環境迫使

日本不得不回到亞洲；日中攜手合作不僅可穩定亞洲的局勢，包括北韓核

武問題的和平解決，更可加速東亞的經濟成長，包括東亞經濟共同體的實

現。因此，亞太地區與世界期待日中建立良好的合作關係。

陸、結語

就此而言，日中兩國關係面臨全新的形勢。在此情形下，日中雙方都

在摸索和調整政策，試圖建立全新階段的兩國關係。

日本在小泉純一郎執政期間，大力推行追求軍事大國和政治大國的「普

通國家」戰略，而安倍晉三執政後選擇的是擺脫戰後體制，謀求行使集體

自衛權且準備修改憲法，追求軍事大國和政治大國的路線，且倡導組建日

本、美國、澳洲、印度「四國同盟」，但為了日本國家利益的最大化，放

棄在任內參拜靖國神社，同意日中兩國構築基於共同戰略利益的互惠關

係；福田康夫組閣後展現新的政治理念，不再透過軍事努力實現大國戰略，

而將國際社會共同關心的環境、氣候、能源等問題，列為日本參與國際政

治的切入點，在積極協商、對話中增加日本的發言權。福田康夫「以堅持

美日同盟和國際協調為基本外交政策，同時積極推進亞洲外交」，被輿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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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新福田主義」，但其政治、外交路線不敵國內政治嚴峻的壓力，上

任不滿一年即下台，由提議「價值觀外交」的麻生太郎接任。

於是，即使隱約的「圍堵（或稱為勸阻）」中國政策似乎仍然存在，

但在小泉純一郎卸任後日中雙方都主動接觸，兩國元首高層互訪隨之頻繁

展開，相容而互不為敵成為日中兩國的選擇。值得注意的是，麻生首相是

否為長期的安定政局尚難預測，萬一日本政局陷入不穩定時代，則日本即

不可能像小泉時代一樣，在亞洲扮演積極參與亞洲外交與國際貢獻。然而，

近年來中國可能在亞洲擴張影響力，而台灣也將同受影響，東亞已進入全

新的國際情勢。

另一方面，東亞經濟不但具有世界性的競爭力，也是區域經濟結構具

有不可分割的互補性，這種結構成為維持亞洲和平繁榮的基礎。因為東亞

經濟可說是實質的區域經濟體，雖然日本與中國無疑將在爭取領導權方面

有所競爭，但今後在制度上可以由兩國間的 FTA 或 EPA 逐步建構，雖然

目前的「東協加三」或「東協加六」走向「東亞共同體」仍然漫長，但在

APEC 架構下討論包括美國在內的「APFTA」，是希望東亞經濟發展為開

放的經濟體。

台灣也是日中兩國關係不可忽略的變數。對日本而言，討論東北亞安

全保障問題絕不能將台灣排除在外。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所需石

油和天然氣至少有 75％必須經過台灣和菲律賓之間的水道，這是日本海上

運輸生命線。因此，從南韓、日本到台灣、菲律賓，對中國形成一個防衛

的態勢，這條防線不能出現缺口，中國如果吞併台灣，就可以自由進出太

平洋，如此將一方面控制西太平洋海域，挑戰美國的霸權，另一方面控制

南中國海的海路，將整個東南亞置於中國的勢力範圍，從而破壞日本和美

國的重大戰略利益，日本的未來亦值得擔憂。因此，維護台海和平關乎日

本國家利益甚大，這是日中關係上重要的關鍵之一。

最後，日本過去牽引東亞經濟繁榮，並積極參與伊拉克與阿富汗後援

工作，深受東亞國家與世界各國的正面評價，但現在中國因崛起而國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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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亦成為區域和平安定的關鍵，東亞顯然必須適應兩雄並立的局面，日

中雙方顯然都還在摸索和調整全新階段的兩國關係。日本究竟能否修改憲

法成為正常國家，擴大與具有民主主義普世價值的東亞國家合作，形成亞

洲的安定力量，或是在對中政策上選擇錯誤，讓東亞區域走向新的不確定

時代，將關乎整個東亞的未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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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Japan-China relationship is the most important variable that will

affect the safety in Asia-Pacific region.  The situation between Japan &

China greatly affect th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in East Asia.  Despite

taking “reconciliation” as its diplomatic principle against USA, on the

other hand Japan is also thinking about its own “independency” policy.

After the end of Cold War, the situations changed in an unexpected

way.  On the one part, Japan’s diplomatic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of its alliance with USA and also brought its importance to

the attention of other Asian countries.  Japan hope to amend its

constitution and make itself a normal country so that it could form a

stabilizing power along with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where

democratism was highly valued.  On the other part, China’s general

national strength w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which China Japan economy

was moving towards a mutually dependent relationship, but political

relations was stress in a competition condition.  The unprecedented of

“Two power on balance” situation, had left Japan face a new issue 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hich need to be solve.  Meanwhile, East Asia

is moving towards an age of uncertainty after Cold War; Japan is now in

an intercession. Both Japan and China are still learning how to deal and

adjust accordingly towards this new-staged relationship.

Keywords: China-Japan relationship, USA-Japan alliance, dissuasion strategy,

containment strategy, democratic value, peaceful emergence


